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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渐新世-中新世过渡期(OMT)是指渐新世向中新世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 对该时期发生的环境变迁及其对

生物演化的影响有大量的研究, 但却缺乏深入系统的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古生物学、

生物地理学等学科有关渐新世-中新世过渡期的研究成果, 对这些文献资料系统分析后提出: 根据晚渐新世到早

中新世气候变化的趋势可将渐新世-中新世过渡期确定在约25~22 Ma; 与渐新世-中新世分界线(OMB, 23.03 Ma)
相比, OMT在生物演化研究中具有更显著的生物学意义; 同时, 推测OMT发生的各类气候环境变迁不是孤立的偶

然事件, 可能是受到地球轨道变化驱动的全球性共有事件; 而区域性环境变迁事件, 可能与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相

耦合,塑造了区域性的气候环境,进而深刻影响物种的演化历程和适应格局.因此, OMT是全球气候环境变迁及生

物演化的重要阶段, 深入研究该阶段的物种适应演化历史对于理解现代生物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策略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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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自从形成以来, 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环境变

迁, 这些环境变化在生命形成以后, 对生命过程和格

局产生了剧烈的影响. 白垩纪(>~65 Ma)以前地球上经

历的生物大灭绝事件及第四纪(<~2.58 Ma)物种分布

格局的变化无疑与地球环境变迁息息相关
[1~8], 环境变

迁过程深刻影响着地球上的生命演化历程和生物多样

性格局. 对这些关键时间节点所发生的环境变迁及生

物多样性变化等重要事件的深入探讨, 有助于深入理

解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格局的演化历史, 从而为当今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科学的指导.
白垩纪以后, 第四纪以前, 地球上又出现了多次极

端的升温及降温事件
[9], 其中渐新世-中新世过渡期

(Oligocene-Miocene Transition, OMT)环境变迁事件,
尽管持续时间较短, 由此产生的环境效应及生物学效

应也远不及白垩纪以前生物大灭绝事件及第四纪冰期

所产生的影响. 然而, 来自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

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的证据均表明, OMT是地球环

境变迁及现代生物分布和演化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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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但目前对于该阶段发生的环境变迁及对应的生物

演化进行的分析还不够系统和全面, 这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对OMT的深入了解. 本文将集中阐述OMT时期

地球上不同地区的环境变迁事件及其对生物演化的影

响, 并探讨OMT时期各类事件的共性.

1 OMB和OMT的定义

OMB(Oligocene-Miocene Boundary)和OMT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 OMB是渐新世和中新世分界线, 是一

个时间点; 而OMT则是渐新世向中新世的过渡时期,
指的是一个时间段. 为了避免将二者混用, 为以后的

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同时也为了更好陈述本文的观点,
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澄清.

1.1 什么是OMB?

OMB作为渐新世和中新世的分界点, 其时间的界

定对于地质学、地理学和古生物学等基于岩层、沉积

相和化石开展相关研究的学科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 其
公认时间点存在一定争议, 不同学者也曾提出不同的

时间点. OMB最初主要是基于海相沉积中有孔虫化石

物种组成的转变提出的, 该时间点两侧存在明显的化

石群物种组成差异
[10,11]. Berggren等人

[12,13]
利用微化

石圆辐虫(Globorotalia kugleri)最早出现的时间和枝条

虫(Reticulofenestra bisecta)最晚出现的时间, 结合地磁

年代学, 将OMB定为23.7 Ma. Cande和Kent[14]根据地

磁极性时间, 认为OMB为23.8 Ma.
随着天文时间标定技术的发展, OMB的时间点

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Shackleton等人
[15]

利用南大

西洋深海钻芯中微化石Sphenolithus属物种进行天文

校准 , 并结合古地磁数据提出OMB的时间应该在

(22.9±0.1) Ma. Wilson等人
[16]

利用氩同位素(40Ar/39Ar)
及地磁分析将OMB定在(24±0.1) Ma. Wilson等人

[16]
定

义的时间点大于Shackleton等人
[15]

的时间点, 是因为

Shackleton等人
[15]

用于校准的地球偏心率及倾斜幅度

的周期时间过小所致. 随后的学者认为OMB的时间应

为23.03 Ma[17,18]. 目前, 国际地层委员会将OMB定在

23.03 Ma[19].

1.2 什么是OMT?

由于OMB的时间点难以确定, Shafik和Chapro-

niere[10]提出用OMT来代表晚渐新世和早中新世之间

的一个缓冲区, 其时间段位于化石物种Sphenolithus ci-
peroensis和S. belemnos最早出现的两个时间点之间,
即从S. ciperoensis最早出现的24.14 Ma[15]到S. belem-
nos最早出现的~20.35 Ma之间(PDI Complete Biostrat
Chart of the Gulf Basin US; https://www.paleodata.com/
chart/). Shackleton等人

[15]
也将OMB定在了约24~

22 Ma, 而其界定的OMB正好位于OMT的时间范围内.
在Liebrand等人

[20]
的研究中, 却将约23.7~22.7 Ma作为

OMT的时间范围. 可见, 国际上对OMT的界定也并没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考虑到OMT是一次持续约3 Myr的地球环境温度

起伏过程 , 温度低谷的两侧刚好分别存在~25和
~22 Ma两个温度高峰期, 而OMB正好处于温度最低

点, 是一次全球极端低温事件(也称为Mi-1冰期), 是

OMT时期最重要的气候事件(图1)[21,22], 因此本文将

OMT确定为约25~22 Ma. 由于生物的演化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 研究生物的演化历史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的

时间点, 而是针对一个时间点的环境相对另一时间点

的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对物种演化产生了什么

样的影响, 因此在探讨生物演化的时候, OMT更具有

生物学意义.

2 OMT时期的环境变迁及其生物学效应

尽管Wilson等人
[11]

认为, 自Zachos等人
[21]

利用天

文年代学数据重新评估OMT气候变化规律后, OMT所
发生的气候变化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然而, 相对于第四纪冰期-间冰期气候剧烈震荡对物种

演化及分布格局影响的研究
[5~8], OMT期间的气候变

化, 尤其是Mi-1冰期对生物演化的影响尚待进行深入

研究.
从全球不同地区的研究可以看出, OMT时期的气

候变化事件是一次全球性的过程. Cantalapiedra等
人

[23]
利用全世界超过1200个反刍动物化石及现生物

种, 重建了反刍动物随时间推移发生的进化速率的变

化情况, 发现反刍动物在OMT的净分化速率(net-diver-
sification)达到顶峰, 可能是因为OMT时陆地生态系统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气候、环境及地质等的变化为物

种演化开辟了新的可适应的生存空间. 鸣啼鸟(Song-
bird)为世界性分布类群, 起源于澳大利亚, 但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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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一直不清楚. Moyle等人
[24]

利用基因组水平的

DNA变异信息重建了世界鸣啼鸟的演化历史, 结果发

现鸣啼鸟在渐新世开始分化, 在OMT时期发生了爆发

式快速辐射演化, 这种快速辐射演化事件可能与东南

亚华莱西亚地区(Wallacea)大范围岛屿的形成有关. 由
于岛屿的形成, 使得鸣啼鸟在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有

了扩散通道, 进而通过欧亚大陆向全世界扩散. Pimen-
tel等人

[25]
利用系统进化发育分析发现, 早熟禾亚科

(Pooideae)在晚始新世开始分化, 在OMT时期分化速

率显著增加, 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温度降低为适应开

阔环境的草本植物提供了生态契机.
这些世界性分布类群的研究仅说明当时的气候变

化与物种之间的密切关系, 还无法深入揭示OMT时期

的气候变化和环境变迁的诱因;再者,各地区的环境变

化还受到区域性地质历史事件和气候变化事件的影

响; 此外, 各地区有关OMT时期的气候变化、环境变

迁及物种演化历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所差异. 因

此, 本文将按地区来探讨全球性气候变化事件与区域

性的环境变迁事件及其对生物演化的影响.

2.1 亚洲的环境变迁及其生物学效应

OMT是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碰撞而导致的地质

历史事件较为剧烈的时期, 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

的快速抬升, 中南半岛的快速侧向滑动及季风的加强

均发生在这个阶段
[26~29]. 这些剧烈的环境变迁事件极

为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生命的演化和生物多样性格

局
[30], 使得亚洲地区, 尤其是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

成为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及生物地理学等相关

学科研究的热点区域, 也是有关OMT研究报道较多的

地区.
(1) 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生物

学效应. 在最近的研究中, Ding等人
[31]

利用植物化石

重建了喜马拉雅山脉的抬升过程, 认为晚古新世时

(~56 Ma), 喜马拉雅山脉海拔仅为1000 m, 到~23 Ma
时喜马拉雅山脉仅抬升至2300 m; 从~23 Ma开始, 喜
马拉雅山脉才开始发生快速抬升, 到~15 Ma时达到约

5500 m; 但与青藏高原的抬升过程似乎并不同步. 青

藏高原中部现今平均海拔超过4500 m伦坡拉盆地

(Lunpola Basin)的海拔在~35 Ma以前就已经达到了

4000 m以上
[32].

Spicer[30]在探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抬升、季风

形成, 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时就对伦坡拉盆地的

海拔变化历史提出了质疑. 在最新的研究中, Su等
人

[33]
在该盆地丁青湖组距今25 Ma的地层中发现了棕

榈植物化石, 结合古气候模型, 推测那些棕榈植物当时

所处的生境海拔应不超过2300 m, 在25 Ma后才开始

隆升至现在的高度. 在Su等人
[33]

的研究报道之前, Sun
等人

[34]
在相同地点三个不同时间段的地层中发现了

不同的植物类群组成: 25.5~23.2 Ma, 以针阔叶混交林

为主; 23.2~21.1 Ma, 虽然也有针阔叶混交林, 但喜暖

湿的物种占比例较高, 干旱成分较少; 21.1~19.8 Ma,
以耐寒植物占比最高, 虽然森林成分仍以针阔叶混交

林为主, 但气候开始向干旱转变. Sun等人
[34]

基于植物

组成和模型推测OMB时伦坡拉盆地最高的海拔约为

(3190±100) m. 两项研究所重建的海拔不同主要是因

为Sun等人
[34]

将较高海拔的针叶树种花粉与较低海拔

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植物的花粉混合建模, 同时用了较

低的温度直减率, 从而导致古海拔被高估
[33].

Ma等人
[35]

曾利用伽马测井技术(gamma ray log)及

图 1 基于Zachos等人
[9]
的数据通过R软件包tidyquant和

ggplot2绘制而成的渐新世晚期到中新世早期气候变化图
(δ18O的丰度与环境温度呈正相关

[9]). OMT=渐新世-中新世
过渡期(Oligocene-Miocene transition); OMB=渐新世-中新世
分界线(Oligocene-Miocene boundary)
Figure 1 Climatic changes from the late Oligocene to the early
Miocene. Changes in δ18O can represent temperature fluctuations[9]. The
curve was reconstructed using the R package tidyquant and ggplot2
using data from Zachos et al.[9]. OMT=Oligocene-Miocene transition;
OMB=Oligocene-Miocene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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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数据构建了伦坡拉沉积相25.4~18 Ma的高分辨率

变化序列, 提出该地区的隆升发生在23.7 Ma, 该隆升

事件导致了湖泊向盆地转变; 大约在23.5 Ma还发生了

小流域的干旱事件. Ma等人
[35]

认为湖-盆在OMT的变

化过程未受到古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 而主要是因为

当时局域性的快速抬升事件导致了湖-盆的转变及干

旱环境的出现; 23.7 Ma伦坡拉盆地的环境变化并不是

一个孤立事件, 而与整个青藏高原剧烈地质变迁是一

致的.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略有差异, 但都说明邻近OMB

时期, 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均发生了快速的抬升

过程. 此外, 从伦坡拉盆地的研究中不难看出, OMT时
期的地质变化所引起的环境变迁, 使得这一地区原有

的植物种类灭绝, 外来物种迁入和新物种形成, 进而

改变了该地区的物种组成和分布格局.
喜马拉雅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南部, 其西部、中部

及东部虽然在快速抬升的时间上稍有差异, 但几个地

段共有的抬升时段均指向OMT[36]. 西宁盆地位于青藏

高原东北部, 脱世博等人
[37]

利用西宁盆地谢家湖湖相

沉积剖面构建了包含精确的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的磁

化年代记录, 发现磁化率在25和21 Ma分别发生了两

次明显增大, 并在23.8, 21.6和19.8 Ma均达到顶峰, 这
与当时全球性的变冷事件相一致, 同时也很可能受到

拉鸡山(也称为拉脊山)隆升的影响.
殷科等人

[38]
对位于西宁盆地东南约110 km处的

青海循化盆地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沉积相中黏土矿物

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提出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气候由

温暖潮湿向持续干冷转变, 在~21.3 Ma出现了一次极

端降温事件. Liu等人
[39]

分析了循化盆地约28~13 Ma
间沉积相的黏土矿物成分中标志性元素的变化, 结

果发现沉积相在25.1及21.6 Ma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在28~25.1 Ma处于相对温暖和潮湿的环境, 25.1~
21.6 Ma间变得相对干冷, 21.6~19.2 Ma间又变得相对

温暖湿润. 其中, ~25.1 Ma的气候变化事件与青藏高

原中部的重要抬升事件相一致, 反映的是地质变化驱

动的降温过程, 而21.6~19.2 Ma的暖湿阶段则受到亚

洲夏季风及拉鸡山的快速抬升的影响 ; 之后

19.2~13.9 Ma的持续干旱则受到青藏高原抬升的影响.
Zheng等人

[40]
对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塔克拉玛干

沙漠地层中火山凝灰岩的放射性同位素进行了分析,
将塔克拉玛干开始沙漠化的时间界定在约26 .7~

22.6 Ma之间, 并认为该沙漠化事件与周边地区大范围

的干旱及山脉的侵蚀有关, 而这些事件的发生与青藏

高原抬升紧密相连.
Hendrix等人

[27]
基于磷石灰裂变痕迹分析发现, 位

于青藏高原北部的天山~24 Ma发生了造山运动. Dong
等人

[41]
研究了天山北部金沟河组(Jingou River Sec-

tion)湖相沉积中介形亚虫(ostracod)动物群组成和石膏

含量发现, 在23.8 Ma适应冷水环境的类群替代了原本

适应温水环境的类群; 沉积相中的石膏含量也显著增

加, 孢粉浓度降低. 这些结果说明了23.8 Ma中亚开始

变冷, 并伴随干旱的增强. 该气候变化事件与Mi-1冰期

基本吻合, 由此认为这与全球降温及中亚干旱化的气

候变化是一致的, 而全球降温是23.8 Ma左右中亚降温

与干旱化事件的原因, OMT的气候变化是该湖相生物

演化的主要驱动力. 这些研究说明了青藏高原周边地

区在OMT的气候环境变化基本一致, 并与青藏高原的

抬升密切相关, 同时还受到了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
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山脉抬升引起的关键气候事

件就是季风气候的形成和发育. 黄土沉积是亚洲季风

演化的主要证据. An[28]基于对黄土沉积的研究发现,
亚洲季风在25~22 Ma伴随着青藏高原的抬升, 得到进

一步的发育, 对亚洲环境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Sun
等人

[42]
通过分析准噶尔盆地的黄土沉积发现, 该盆地

早期的风沉积相始于~24 Ma, 这表明了该盆地的干旱

化及带状行星气候系统向季风气候的转变发生在

~24 Ma, 这与当时青藏高原抬升有关.
Lin等人

[43]
分析了中国北方寺口子组沉积相(Si-

kouzi Section)变化特征, 发现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的

沉积相发了明显变化, 将这些变化主要归因于东亚夏

季风活动的影响. 结合其他黄土沉积的研究, 提出在

OMB前后东亚季风系统较为活跃, 甚至可能加强.
Tada等人

[44]
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说明, 25~20 Ma东亚季

风的加强及亚洲内陆的沙漠化与当时青藏高原北部的

抬升密切相联. Zheng等人
[45,46]

的研究也发现长江的改

道发生在渐新世末期, 与当时青藏高原抬升及季风气

候增强密切相关. Ding等人
[31]

认为青藏高原高原面南

部的干旱是因为喜马拉雅抬升的结果, 而且喜马拉雅

的抬升对亚洲季风气候的发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干湿季的交替出现是季风的典型特征, 塑造了亚

洲的降雨规律, 影响着物种演化及其分布格局. 山茶

科为东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主要成分. Yu等人
[47]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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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绿体全基因组及核DNA重建了该科的演化历史, 结

果发现东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上层优势类群木荷属起源

于OMT, 而且在这个阶段, 山茶科发生了快速的分化.
结合有关亚洲季风演化的证据, Yu等人

[47]
提出东亚夏

季风在OMT发生过一次独立的增强事件.
(2) 中南半岛侧向滑动及其生物学效应. 中南半岛

位于青藏高原东南方向, 在地理上与中国西南部的横

断山地区连在一起. 研究者基于中国西南的岩层证据

提出, 受到印度板块的碰撞挤压, 中南半岛在OMB前
后发生了快速的侧向滑动

[48~50] . 基于泰国西北部
40Ar/39Ar定年的证据, Lacassin等人

[51]
推测中南半岛西

南部在晚始新世到早渐新世开始沿哀牢山-红河断裂

带发生侧向滑动, 到大约23.5 Ma, 印度板块与欧亚大

陆发生强烈碰撞挤压, 使得中南半岛沿着哀牢山-红河

断裂带发生整体的侧向滑动. 白云运动(Baiyun Move-
ment), 即~23.8 Ma发生在中国南海的海域扩张、古珠

江改道、海平面变化等地质环境变迁过程, 是OMT时
期发生在中国南海北部的一次重要地质事件

[52]. Pang
等人

[52]
发现在32~23.8 Ma珠江河口盆地(Pearl River

Mouth Basin)的沉积物主要是来自中国南部的花岗岩

成分; 在23.8 Ma后, 珠江河口盆地的沉积物主要来自

东喜马拉雅. Li等人
[53]

分析了中国南海海相沉积剖面

的长期地球化学及钕同位素变化历程, 结果发现中国

南海在27 Ma前的沉积相主要来自中国南海西南部;
而23 Ma之后的沉积相主要来自南海北部(即华南地

区). 这些研究均说明, 中南半岛的快速侧向滑动很可

能发生在接近OMB的~23 Ma.
横断山脉地区位于中国西南部, 印度板块的侧向

挤压及中南半岛的侧向滑动必然会改变横断山脉地区

的地形地貌, 研究也发现点苍山岩层的主要变形期在

24.2~22.4 Ma[50]. 东喜马拉雅构造结处于横断山脉与

喜马拉雅山脉的连接处, Xu等人
[54]

利用岩层铀-铅年

龄(U-Pb)及其他证据发现, 东喜马拉雅构造结的南迦

巴瓦岩群(Namche Barwa Complex)中麻粒岩高压相变

作用在~24 Ma达到顶峰. 基于变质锆石测定得到的铀-
铅年龄, Zhang等人

[55]
发现南迦巴瓦岩群在30~8 Ma发

生了整体变形, 其中变形的峰值期发生在~23 Ma. 结

合之前有关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隆升的研究结果

不难发现, 在OMT时期, 受到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

撞挤压的影响, 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

及中南半岛等地形地貌的改变和季风的发育应该是同

时发生的.
如此剧烈的区域性大范围地质环境变迁和气候变

化必然会影响这些地区的生物分布格局和物种形成过

程. 棘蛙(Paini)从喜马拉雅山脉、中国西南到中南半

岛均有分布, 基于核DNA的分析表明该属的分化受到

青藏高原抬升及中南半岛侧向滑动的影响
[56]. 象牙参

属(Roscoea)是泛热带分布的姜科中唯一一个能生长

在海拔4000 m以上的类群, 该类群在喜马拉雅山脉地

区和横断山脉地区成间断分布模式, 基于核DNA和叶

绿体DNA的生物地理学重建发现, 该间断分布模式的

形成时间与OMT相吻合, 结合该属植物种子迁移能力

较低的特性, 认为间断分布模式的形成受到中南半岛

快速侧向滑动的驱动
[57]. 两项研究同时支持了地质学

研究提出的有关中南半岛在OMT的快速侧向滑动

事件.
(3) 河流改道及其生物学效应. 流经中国西南地区

的四大江河雅鲁藏布江、怒江(伊洛瓦底江)、澜沧江

(湄公河)及金沙江(长江上游)过去与现在的流向大相

径庭. 这四大江河原本均汇入古红河, 但由于地质变

迁、气候变化及河流袭夺等作用改变了流向, 形成了

当今的江河分布和流向格局
[58]. 这些改变在地质特

征、生物演化过程中均留下了可以追溯的痕迹.
雅鲁藏布江曾与怒江连通, 后因地质变迁改道. 变

色鱼科(Badidae)分布于雅鲁藏布江流域、澜沧江及怒

江上游. Rüber等人
[59]

利用线粒体基因重建了该类群的

演化历史, 发现变色鱼科物种在24~19 Ma的分化与当

时雅鲁藏布江与怒江的分离相一致. Robinson等人
[60]

利用碎屑锆石中的铀-铅定年及铪测定分析河流改道

的时间 , 提出雅鲁藏布江与怒江断开的时间应在

18 Ma, 雅鲁藏布江改道是因为早中新世东喜马拉雅

构造结快速变形及河流袭夺所致, 认为Rüber等人
[59]

研究的变色鱼科的分化应该也在18 Ma. 但同时, Ro-
binson等人

[60]
也在该研究中提到, 他们所用的沉积岩

石难以准确定年, 18 Ma是所在剖面的最小时间. 前人

对南迦巴瓦岩群的研究已经发现该区域地形变化的主

要时期为约23~24 Ma[54,55]. 这说明雅鲁藏布江与怒江

的改道很可能也发生在OMT, 改道事件影响了变色鱼

科的物种形成过程及地理分布格局. 植物学的证据方

面, 基于DNA序列重建的滇榄仁(Terminalia franche-
tii)[61]和皱叶醉鱼草(Buddleja crispa)[62]的演化历史虽

然要远晚于OMT时期, 但这些研究足以说明河流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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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种分布格局及遗传格局的影响.
(4) 潮汐变化及其生物学效应. 冰期海平面下降,

而间冰期则海平面上升, 如此的往复变化也可能会影

响物种的演化模式, OMT期间的Mi-冰期亦如此. Col-
lins等人

[63]
对中国南海沉积相的分析发现,晚渐新世到

早中新世, 南海发生了较大的潮汐变化. 古地理及古潮

汐变化分析发现, 涨潮能促进红树林沿热带海岸的发

育, 进而影响红树林植物对有机碳的固定
[64]. 这也暗

示了潮汐变化可能会对红树林物种演化产生重要影

响. 近期, He等人
[65]

基于基因组学数据的研究提出, 东
南亚红树林物种分化和基因流的变化与海平面周期性

变化一致, 因为海平面升高可促进基因流的发生, 而海

平面下降则会导致地理隔离出现从而阻碍基因流的发

生. 虽然基于基因组学的研究并未将物种的分化与

OMT的时间联系在一起, 但该研究进一步说明了潮汐

变化能够影响海岸线物种的演化历程.

2.2 南极洲、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气候变化及其生
物学效应

Mi-1冰期冰盖扩大事件主要发生在南极洲, 因此

南极洲是研究OMT气候变化的主要场所
[11,20,66]; 大西

洋和太平洋的深海钻芯是有关OMT气候变化证据及

其相关理论基础的主要来源. 三个区域在地质学、地

理学、古生物学、天文学等方面的发现为OMB时间

的界定、Mi-1冰期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证据基础, 因

此本节将南极洲、大西洋和太平洋三者合并论述.
Mi-1冰期时期, 南极洲冰盖面积超过现在面积的

25%, 此时温度降低, 海平面下降
[11]. 南极洲在OMT期

间发生了多次降温事件, 根据赤道太平洋北部深海钻

芯中有孔虫记录及稳定同位素分析, 镁钙比(Mg/Ca)温
度测定表明, 23.8~23.7 Ma期间深海水温下降了近2℃,
23.7~23.3 Ma期间又上升2℃, 升温导致了23.3 Ma之
前, 部分冰川融化; 23.3~23.1 Ma温度再次下降2℃, 随
后又升高2.5℃. 这些温度的变化与南极洲冰盖的周期

性伸缩变化一致
[67].

Naish等人
[68]

分析了罗斯海(南太平洋深入南极洲

的大海湾)深海沉积钻芯的氧同位素数据发现, 气候的

循环波动与24.1~23.7 Ma期间的地球轨道(地球公转和

自转轨道)循环一致, 提出~23.7 Ma发生了全球降温及

冰盖扩大事件, 与Mi-1冰期时间一致. 通过大西洋东南

部深海钻芯中30.1~17.1 Ma氧同位素的变化发现, 约

2 3 . 7 ~ 2 0 . 4 M a的气候波动最为剧烈 , 其中约

24.2~23.7 Ma气温达到高点, 气温的低值出现在约

23.7~22.7 Ma[20].
Zachos等人

[21]
利用取自西部赤道大西洋深海的碳

和氧同位素纪录, 分析了从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连续

5.5 Myr的气候和海洋碳化学变化过程, 结果发现这种

变化遵循米兰科维奇循环(Milankovitch Cycles), 即温

度变化与地球轨道的变化相一致. 其中, 23~21.7 Ma出
现了较低的温室气体浓度, 其对应的关键气候事件就

是发生在~23 Ma的南极洲大冰期的出现.
Paul等人

[ 6 9 ]
对赤道大西洋西部的塞阿拉高地

(Ceara Rise)两处深海钻芯中有孔虫化石碳氧同位素分

析发现, 其中一处钻芯在25.4~20.5 Ma间存在周期性的

气候变化过程, 碳氧同位素在22.95 Ma达到顶峰; 另一

处钻芯在21.7~24.9 Ma间CO2浓度的变化与上一处相

同. 这反映南极洲冰盖的变化过程, 而该气候变化过程

说明当时全球气候变化是对地轨周期性变化的响应.
Mawbey和Lear[70]对塞阿拉高地及北大西洋两处

深海钻芯中有孔虫化石的地球化学温度指标(Mg/Ca,
Li/Ca和U/Ca)进行测定发现, 温度的变化与南极洲冰

川的消长保持一致: 降温事件发生在23.24及23.14 Ma;
升温事件发生在23.04及22.94 Ma. 该结果与Lear等
人

[67]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但与Paul等人

[69]
提出的

22.95 Ma达到温度低点的推定相悖.
Lear等人

[67]
与Mawbey和Lear[70]的研究地点不同,

但研究方法基本一致; Paul等人
[69]

与Mawbey和Lear[70]

有相同的研究地点, 但方法不同. 因此推测造成这种差

异的因素很可能是方法不同, 但不影响当时短暂气候

变化与地球轨道变化(地球公转和自转轨道的变化)一
致的推测.

从上述研究不难看出, OMT发生的气候波动极为

短暂 , 变化周期短的为 ~ 0 . 1 M a , 长的也仅为

~0.4 Ma[21,68]. 这种短暂的气候变化过程也得到南极洲

麦克默多湾(Mcmurdo Sound)及其他岩芯数据支持
[71].

短暂的气候变化对物种演化的影响体现在两方面: 一

是冰期栖息地缩小, 而间冰期随着冰盖的退缩栖息地

扩张, 这样, 较耐寒的物种能度过冰期, 并在间冰期扩

张; 而对于不耐寒的物种, 刚演化出适应低温的特性,
又要立刻接受升温的挑战, 不利于物种的稳定.

假山毛榉属(Nothofagus)的演化是第一种情况的

代表. 根据花粉记录, 假山毛榉属物种多样性最高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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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出现在OMB附近, 也是该属分布范围最广的时期,
该属多样性的变化与当时的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72]. 虽

然南极洲的冰盖在OMB发生了扩张, 麦克默多湾岩芯

中存在的早渐新世假山毛榉属的叶片和花粉化石说明

麦克默多湾海平面附近夏季气温在OMB时期高于5℃,
此时南极洲维多利亚陆地的南部仍有以假山毛榉属为

主的森林存在
[71], 说明维多利亚陆地南部的冰盖在

Mi-1冰期后才出现
[71], 该地区也可能是假山毛榉属森

林的避难所.
用于OMT的定年及支持Mi-1冰期相关降温事件

的来自深海钻芯的微化石证据却支持OMB时期物种

的形成和灭绝受到了短期气候变化的强烈影响. Flor-
indo等人

[73]
通过大西洋西南部的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 Rise, SWAtlantic)深海磁性生物地层数据(mag-
netobiostratigraphic data)的研究发现, 海相沉积速率及

古生产力(paleoproductivity)在23.9~22.9 Ma期间显著

增加, 在Mi-1冰期达到顶峰
[73], 反映了海洋生物对当

时气候变化的响应.
Srinivasan和Kennett[74]对南太平洋的三处深海钻

芯中的浮游有孔虫物种组成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一个

共同特征: 即物种多样性在接近OMB时达到最低.
Spezzaferri和Pearson[75,76]对南极洲、南太平洋及印度

洋深海钻芯中浮游有孔虫微化石的分析发现, 在OMT
期间, 有孔虫的物种组成的变化与温度变化保持一致.
Kamikuri等人

[77]
分析了热带太平洋保存较完好的放射

虫类的海相沉积序列, 结果发现放射虫类组成发生了4
次重大改变: 27.5~27.3, 24.4, 23.3及21.6 Ma. 从图1不
难看出, 约27.5~27.3 Ma虽然处于升温期, 但经历了比

Mi-1冰期更低的低温阶段. 这些研究说明, OMT气候

变化过程对海洋生物的演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虽然目

前的证据仅来自微化石, 但相信OMT时期, 其他一些

较大的海洋生物, 尤其是迁移能力较差的类群, 在该时

间段的演化历程同样发生了相似的变化.

2.3 美洲的环境变迁及其生物学效应

古土壤及其中的化石沉积表明, OMT的气候变化

极大地影响着北美地区的环境、植被类型、动物组成

及地形地貌
[78]: 在25.8, 23.2, 21.1及19.2 Ma四个时间

点发生的干旱事件, 与当时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事件相

匹配 ; 当时地形地貌的变化主要是23.2, 21.1及
19.2 Ma发生的河道内切事件, 这些河道内切事件与板

块运动无关, 是降温及转向干旱长期积累的结果. 环境

变化促使适应原生境的生物发生改变, 形成具有现代

生物特征的有蹄类动物及草本植物类型
[78]: 植被类型

由渐新世中早期的小叶灌丛草原(bunch grassland)向
OMT时期的草地草原(sod grassland)转变; 哺乳动物在

物种组成、体型大小等方面都发生了大的转变 .
Strömberg[79]研究了分布于北美的99个植物化石类群

发现, 开放生境草本植物在渐新世早期(~34 Ma)发生

快速分化, 但在晚渐新世或早中新世的时期才成为优

势类群, 这说明在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 环境的变化

促进了草本植物在北美的扩张. Levering等人
[80]

对北

美有蹄类动物的演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 OMB是北

美有蹄类动物运动能力增强的一个转折点, 这种运动

能力的转变与其生境由相对封闭的森林向相对开阔的

草原转变有关
[80].

来自岩层和化石的证据也可说明OMT期间, 美洲

的区域性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Föllmi等人
[81]

对中

北美洲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 Sur)
沉积岩剖面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 28~25.5及23.5~
21.5 Ma两个阶段处于缺氧环境中, 这两个阶段显著增

强的成磷事件与当时冰期-间冰期的气候变化导致的

风化过程及火山活动一致. Edinger和Risk[82]分析了中

美洲波多黎各西北和西南部岩层中的珊瑚化石发现,
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 珊瑚类生物大量灭绝, 但能忍受

海水浑浊和低温的珊瑚却能存活下来. 其中浑浊可能

是短暂的气候波动引起的海平面变化的结果. 这说明

OMT冰期带来的低温已经影响到了中美洲地区, 而那

时的中美洲已经是热带性质的生境. 海平面变化及气

候恶化被认为是物种大灭绝事件的共有原因
[3], 这就

暗示了OMT时期冰期-间冰期短暂的气候波动是有可

能引起更多的海洋及陆地生物的变化, 引发物种的

灭绝.

2.4 欧洲的环境变迁及其生物学效应

欧洲主要陆地位于大西洋东北侧, 大部分陆地三

面或四面环海(大西洋和地中海), 因此OMT期间海平

面的变化可能是欧洲主要的环境变化. Rasmussen[83]

对丹麦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连续岩层沉积相进行了深

入分析后发现, 沉积过程在中新世的最早期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 这与当时中欧气候变冷, 尤其是Mi-1冰期

的海平面下降密切相关. 地中海边缘林果-普罗旺斯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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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Liguro-Provençal Basin)中含有渐新世最晚期至中

新世早中期的沉积相, Briard等人
[84]

分析了来自26个
不同沉积面的200份牡蛎壳氧同位素的变化结果发现,
其浓度在OMB前后降低了近1.5‰, 随后又升高了近

2.0‰, 该变化过程与OMT时期的温度变化基本一致,
为低纬度或相似环境的降温过程提供了新的证据.

Brandano等人
[85~87]

对地中海地区意大利亚平宁半

岛中部的岩相、岩床结构、岩相组成、沉积物变化等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 地中海地区在OMT时期曾出

现“碳酸生产危机(crisis of carbonate production)”, 即碳

酸盐沉降急剧减少甚至终止, 碳酸岩层逐渐被其他岩

层淹埋, 这种危机可能是由于受到当时火山喷发释放

大量CO2及当时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CO2浓度增加会

降低浅水区的酸碱度, 改变海水的理化特性, 使得碳酸

根离子减少, 硅质碎屑岩增加. 同时Mi-1冰期也会导致

陆地大量风化岩石形成新的沉积相, 从而表现出不同

的沉积特征. Brandano等人
[85~87]

由此提出, 地中海地

区环境的变化是地区性和全球性气候变化共同作用的

结果.
由于晚渐新世到早中新世, 地中海地区有孔虫类

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物种组成, 推测当时该地

区环境变迁对生物的演化有着重要影响. Holcová[88]

对南斯洛伐克盆地(副特提斯海的中部)沉积中的微化

石进行了分析发现, 不同阶段颗石藻个体大小的变化

与气候的变化过程相一致: 即Mi-1冰期降温阶段, 颗

石藻的个体变小, 而冰期后升温阶段个体变大. 微化

石个体大小的变化同样得到了来自伊朗中部伊斯法

罕-锡兰盆地(Isfahan-Sirjan Basin)沉积剖面有孔虫种

类组成变化的印证: 渐新世末期微化石群以个体较大

的种类为主, 而早中新世则以个体较小的种类为主
[89].

除此之外, 气温的降低及干旱的到来也使得欧洲蚺蛇

的物种多样性急剧下降, 在逃避寒旱环境中存活的类

群体型变小, 并演化出掘地的能力. 虽然随后的气候

以暖湿为主, 但欧洲蚺蛇并未从OMT的重创中恢复过

来, 外来蛇种的到来最终导致了欧洲蚺蛇的灭绝
[90].

法国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的利马涅地堑盆地

(Limagne Graben Basin)湖相沉积中有大量的植物和

动物化石, Wattinne等人
[91]

利用碳氧同位素、孢粉学

和沉积学等数据, 结合前人对该湖相沉积古生态研究

发现, 在晚始新世和渐新世繁盛的欧洲兽鼠科(Theri-
domyidae)动物在OMB时已经消失; 而且, 随着该湖相

的水由晚渐新世的淡水, 到OMB的半咸水, 再到早中

新世后期淡水的转变, 植被类型也发生了转变. 哺乳动

物多样性的降低、植被类型的变化、水环境的转变等

变化与气候由晚渐新世的暖湿, 到OMB的干冷, 再到

早中新世的暖湿变化密切相关. 由此确定欧洲在OMT
时期经历了暖湿-干冷-暖湿的变化过程, 处在OMT中
期的OMB时期的气候是干冷的气候.

2.5 非洲的环境变迁及其生物学效应

渐新世到中新世是非洲大陆地质活动较为活跃的

阶段, 其标志性事件是非洲大陆与欧亚大陆的连接逐

渐紧密, 以及分别在~30和~24 Ma发生的两次火山活

动高峰期
[92,93]. 此外, 沉积学、微化石及地震剖面研

究发现, 南非海岸线在OMT时下降了近500 m[94], 类

似的海平面下降过程也在非洲西南部的萨尔达尼亚湾

找到了证据
[95]. El Atfy等人

[96]
对来自埃及苏伊士湾努

克胡尔组(Nukhul Formation)隶属晚渐新世到早中新

世的30份孢粉化石样品进行分析后发现, 这些样品中

含有大量真菌及淡水藻类化石, 由此推测该类生物的

大量出现可能与OMT时期海平面下降及板块运动引

起苏伊士湾的形成有关. 来自西非安哥拉海岸的孢粉

学证据提示, OMT期间, 从安哥拉内陆形成的咸水流

与Mi-1冰期有关, 而淡水藻类数量随着Mi-1冰期之后

的气候变暖而显著增加
[97]. 这些证据无疑说明, 非洲

大陆也受到了OMT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 从而改变

了区域性的环境. 在区域性环境变化及全球性气候变

化的影响下, 非洲大陆的哺乳动物在OMT时期经历了

一次重大洗礼
[98~100], 导致本地物种快速演化及欧亚大

陆的哺乳动物入侵.
环境变化是物种形成与灭绝的最大驱动力. 渐新

世晚期发生了快速适应性分化的长鼻目动物最终存活

下来; 出现少许适应特征的蹄兔类群(hyracoids)物种

数有所增加, 但进入中新世后多样性明显降低; 进化

轨迹相对保守的的类群 , 比如重脚兽科类群(arsi-
noitheres), 最终灭绝

[98~100]. Gaubert等人
[101]

利用历史

生物地理学方法重建了全球分布的现生穿山甲的分化

过程, 其中的关键结果显示分布于非洲大陆大体型的

地穿山甲属(Smutsia)与小体型长尾穿山甲属(Phatagi-
nus)在~23 Ma发生分化. 非洲肯尼亚图尔卡纳盆地中

及青藏高原西南部之间的巴基斯坦西部辛达-皮尔高

地发现的早期啮齿类动物化石也提示, 啮齿类动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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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T发生了大范围的分化和扩张
[102,103]. 这些证据均

说明, OMT时期气候及环境变化驱动了非洲物种的演

化, 导致部分物种灭绝及新物种的形成. 同时, 非洲大

陆与欧亚大陆的连接为大陆间物种交流建立了陆地迁

移通道. Kappelman等人
[98]

也提出进化能力相对保守

的本地物种的灭绝有可能与入侵物种引起的竞争有

关. 比如蹄兔类群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很可能是在竞争

中败于外来的偶蹄类动物所致
[100]. 此外, OMT时期非

洲大陆还发生了一次重大的物种演化事件, 即早期人

科动物的适应性辐射演化
[100], 可能与板块运动及气候

变化引起的区域性环境变化有关
[104].

2.6 大洋洲的环境变迁及其生物学效应

OMT是澳大利亚植被类型转变的重要阶段, 这种

转变与气候从暖到凉再变暖的变化密不可分
[105]. 新西

兰南部Foulden Maar火山坑包含大量的晚渐新世末期

到晚中新世火山湖沉积物, 其中不乏大量的动植物化

石, 其形成于大约23 Ma的火山喷发
[106~108], 说明除了

气候变化之外, 大洋洲地区当时的地质构造活动可能

也很活跃.
Reichgelt等人

[106]
利用樟科现生物种新西兰木姜

子(Litsea calicaris)构建了叶片应对CO2变化的生理参

数, 之后与分布于新西兰南部Foulden Maar化石群中

的化石物种类新西兰木姜子(L. calicarioides)叶片中

碳、氢同位素的变化整合, 推测化石物种应对过去气

候变化的生理变化. 结果发现, 新西兰南部大气CO2的

陡然增加持续了近20 kyr,与Mi-1冰期结束及新西兰南

部湿度增加吻合.
Steinthorsdottir等人

[107]
利用新西兰南部化石群中

的其他樟科植物叶片化石的气孔特征重建了过去CO2

浓度的变化历史发现, 渐新世向中新世过渡时期, 也就

是OMT的后期, 大气中CO2浓度明显提升. 由此推测,
OMT时期冰期突然结束的可能原因是当时大气中的

CO2浓度升高. 基于系统进化发育和分子钟时间推算

鼠袋鼠科(Potoroidae)和袋鼠科(Macropodidae)的分化

发生在OMT, 可能与当时气候变化及植被类型改变有

关
[109]. 以上研究说明了植物为了适应大气中的CO2浓

度, (至少)在叶片特征方面发生了适应性的改变, 而当

时的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变迁同样会促进物种的

分化.

3 结论

基于全球不同地区的研究结果发现, 渐新世-中新

世过渡期, 气候变化、地质环境变迁及物种演化等事

件主要发生在约25~22 Ma, 说明将OMT的界定在这个

时期, 对于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及生物地理学

等相关学科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尤其在生物演

化研究中更能体现其生物学意义.
众多的研究证据还提示, OMT时期发生的各类事

件并不是孤立的, 可能受到同一地球外力的驱动, 这一

外力很可能来自地球公转和自转轨道(地球轨道)的变

化
[21,68,69], 说明天文气候, 即地球轨道变化影响着地球

上生物物种的演化过程.
大量的研究案例都将OMT时期的气候变化归因

于地球轨道变化
[21,68,69,106], 因此可以推论: 地球轨道变

化同时引起全球性的气候变化
[21,68,69]

及板块运动
[110],

而区域性的板块运动引起的气候、地形地貌等环境变

化又会与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叠加, 共同作用于区域性

环境变迁(如亚洲的干旱化及季风的增强).
OMT时期是全球性地质环境变迁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阶段, 这一系列变化过程(关键是降温和升温的交

替), 与区域性环境变迁叠加, 深刻影响了物种的演化

和适应格局, 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生物种的分布格

局. 所以, 深入研究该重要阶段的地质环境变迁过程

及物种适应性演化历史对于理解生物多样性格局成

因, 以及现存生物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策略有重要的

科学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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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ir impact on biological evolution
during the Oligocene-Miocen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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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Oligocene-Miocene transition (OMT) is a well-known key stage in moving from the Oligocene to the Miocene, and
many studies have considered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biological evolu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currently poorly summarized. Here, we gather information from previous OMT-related work in geology, geography, astronomy,
paleontology, evolutionary biology, biogeogra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 When we systematically collated these documents and data,
we found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OMT should be constrained to the period from around 25–22 Ma (million years ago) based on the
climate fluctuations between the late Oligocene and the early Miocene. Second, compared with the Oligocene–Miocene boundary
(OMB, 23.03 Ma), the OMT has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In addition, we speculate that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occurring around the world during the OMTwere not isolated accidents, and instead were likely related events
induced by orbital forcing. Global climatic changes could have shaped regional environments by adding to local shifts, and such
effects may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species evolution and adaptation at a regional scale. Thus, the OMT is a key period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biological evolution, and a thorough study of organisms’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histories during
this era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biological strategies that will arise in response to future climat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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